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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蔣國司、洪爭坊。2025。植物病害量化順序尺度之優化與統計

分析方法之進展。植物醫學67(2): 69-78。

植物病害的量化評估，對於作物病害管理、抗病育種、以

及病害預警系統等資料應用與相關領域的研究至關重要。常見

的病害量化評估方法包括評估病害盛行率、罹病率與罹病度。

其中，過去針對罹病度的定義為病徵佔植物組織或器官的百

分比，因此常評估病徵的最近似百分比(nearest percent estimate; 

NPE)作為罹病度的估計值。然而，並非所有評估者都能快速準

確的評估NPE，因此許多研究提出可以使用量化順序尺度進行

罹病度的評估。其中，Horsfall-Barratt scale 即為一例，該尺度

在過去已被廣泛使用在不同病害的研究上。然而，由於其非線

性級距的設計，許多研究陸續提出此類尺度的設計結構容易引

入誤差，進而影響後續的統計檢定力。本文回顧過去的研究，

除了探討如何優化量化順序尺度的設計結構，以提升罹病度評

估的準確度，同時介紹對於量化順序尺度資料統計分析方法的

近期研究成果，期能使植物保護相關研究人員對此類資料的收

集與分析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植物病害量化、罹病度、量化順序尺度、比例勝算模

型、存活分析

前  言

植物病害的量化資料，在評估作物病害管理效果、植物

病害的風險與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作物抗病育種、建立

病害預警模型，以及許多後續的應用中，都扮演關鍵的角

色。傳統上，病害量化資料常包括評估病害的盛行率(disease 

prevalence)、罹病率(disease incidence)、與罹病度(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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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ity)(5, 7, 29)。其中，盛行率主要在描述較大的空間範圍內，

在特定數量或比例的地理或行政區單位中已經發生某個病

害。例如：雲嘉南地區在5月份的稻熱病鄉鎮盛行率為20%，

亦即雲嘉南地區，有20%左右的鄉鎮在5月份時已經發現稻熱

病。罹病率，主要描述在總共調查的作物樣本中，有多少比

例的樣本已經受到特定病害危害。例如：調查80顆番石榴果實

中，有43顆果實有病害，因此該番石榴果實樣本的罹病率為

43/80=53.8%。前述兩種量化評估的方法較為簡單，且直接評

估地區或樣本中「有、無」病害發生，因此對於相同或不同評

估者而言，評估的結果較為一致。然而，前述的量化資訊，僅

說明調查地區或樣本中「有、無」病害，並不包含各病害「發

生多嚴重」的訊息。因此，就會以罹病度來量化或描述病害的

嚴重程度。

罹病度常被定義為：病徵在調查的組織、器官或植株樣本

上所佔面積的比例。例如：柑橘潰瘍病的病徵佔柑橘葉片面

積約12%，因此罹病度為12%，或記作0.12。此種評估方式稱

為最近似百分比評估值(nearest percent estimate; NPE)，至今仍

主要仰賴人力進行判斷。然而，實務上由於人力資源與時間的

限制，此種仰賴目視估算的方式，常會因評估者本身或評估者

之間的差異，以及眾多的因素，而導致較大的評估差異。為了

克服前述的限制，許多學者提出各式罹病度等級尺度(disease 

severity scale)以輔助將不同比例的罹病面積，區分成不同的等

級，主要目的除了讓使用者能更快評估病害的嚴重程度，也

儘量降低評估者內或評估者間在評估NPE時的差異。在過去

提出的各種罹病度等級尺度中，最具代表性者應屬 Horsfall-

Barratt Scale (HB scale)(表一)，此種方法被歸類為量化順序尺度

(quantitative ordinal scale)(5, 14)，本文將著重於這一類的方法深入

探討。此外，亦可直接評估病斑的數量、單位面積上的病斑密

度、病斑直徑、長度等代表罹病度，然而這些方法各有其優缺

點，且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病害，在此不再深入介紹。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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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些病害較不容易直接評估病徵佔組織或器官的比例或面

積大小，例如：青枯病、萎凋病、病毒病、線蟲造成的根瘤…

等(圖一)，此類病害則較適合以質化順序尺度(qualitative ordinal 

scale)進行描述與評估(5)，在此亦不多作說明。

由前述介紹可知，作物病害的種類繁多且差異甚大，因此

在進行病害調查時，應先確認病害量化資料後續的用途，以選

擇較符合目的的調查方法。若進行罹病度的評估時，除了選用

較合適的方法外，也應留意後續的資料分析步驟，以獲得正確

的結論。本文主要介紹並回顧量化順序尺度理論及其在實務上

的應用相關研究。這些研究透過模擬與田間數據，驗證不同罹

病度等級尺度的結構對估算準確性與統計檢定力的影響，並進

一步探討適用於罹病度等級尺度的設計與後續資料統計分析的

方法。

罹病度等級尺度的發展

植物病害的嚴重度評估自19世紀末期開始即受到重視，尤

其在許多研究中，如何快速且準確地進行病徵的量化，已成為

探討的重點之一。一般認為較理想的方式為直接評估病斑在植

物組織或器官上所佔面積的比例，但由於操作不容易且評估

者之間的主觀差異大，且評估時容易受到多種因素干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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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Horsfall-Barrat 罹病度等級尺度所對應的病害面積百分比範圍、

級距大小與中位數(3, 29)

TABLE 1. Horsfall-Barrat Scale and corresponding disease severity range, 

interval size, and midpoint (3, 29)

HB Scale Disease severity range MidpointInterval siz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

0+-3%

3+- 6%

6+- 12%

12+- 25%

25+- 50%

50+- 75%

75+- 88%

88+- 94%

94+- 97%

97+- 100%

100%

0

1.5

4.5

9.0

18.5

37.5

62.5

81.5

91.0

95.5

98.5

100

0

3

3

6

13

25

25

13

6

3

3

0

圖一、不同的病害種類以及可能適用的罹病度評估方式。合適的罹病度評估方法，應視病害種類與研究目的等因素決定。

Fig. 1.	Different types of diseases and the methods for assessing disease severity. The method selected for disease severity assess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atho-system and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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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限時尤為嚴重(3)。在前述情況下，若評估者的判斷較不準

確，在虛無假設為假的前提下，不論使用HB scale或NPE，成

功拒絕虛無假設的機率相似；但若是較準確的評估者，一般而

言使用NPE會具有較高的機率成功辨別處理間的差異(3)。

為了瞭解不同罹病度等級尺度結構對假設檢定結論的影

響，蔣等人(2014)利用模擬資料，評估6種不同的罹病度等級尺

度結構對於假設檢定時，犯第二型錯誤的機率的影響(9)。結果

顯示，在罹病面積百分比小於5%時，若將罹病度等級尺度的

級距設定為10%，在虛無假設為假的情況下，有較大的機率無

法拒絕虛無假設；當罹病面積百分比介於20-50%時，使用HB 

scale的假設檢定結果都是最差的，亦即犯第二型錯誤的機率最

高。若使用5%或10%為級距，且在罹病面積較小的範圍內增加

細分的等級，該結構的罹病度等級尺度與NPE在進行假設檢定

時，都具有良好的檢定力。因此，蔣氏尺度(‘Chiang’ scale)

建議在0–10%的罹病面積範圍中，附加更細的尺度以提升解

析度，而在罹病面積百分比在10%上時，則採10%級距設計罹

病度等級尺度，以兼顧操作簡便性與統計檢定力(表二)(9)。

病害嚴重度指標(disease severity index; DSI)的估算與修

正建議

在許多試驗中，研究者經常將前述的罹病度等級尺度資

料，轉換為病害嚴重度指標(disease severity index, DSI)，以概

括描述某樣本或處理結果的病害嚴重程度(19, 20, 26, 28, 39)。因此，

此後續許多研究中，提出採用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s)作為輔助

評估罹病度的替代方案，認為可以較快速的協助評估者量化

病害並降低誤差(4, 16, 24)。常見將罹病面積百分比轉換為等級所

使用的罹病度等級尺度，例如：0級=0%；1級= 0+~10%；2級

=10+~25%；3級=25+~50%；4級=50+% (25)。依照不同病害種類，

研究人員亦常自行定義不同等級所代表的病徵面積百分比(19, 20, 

26, 28, 39)。其中，Horsfall-Barratt Scale (HB scale)是較為廣泛使用

的罹病度等級尺度。該方法由 Horsfall 與 Barratt 於 1945 年提

出，稱係依據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的Weber-Fechner law所

設計，強調目視對病徵的辨識能力，在病斑面積小於50%時，

能較有效的辨識病斑大小，而病斑面積大於50%時，則較能辨

識健康部位的大小；並且罹病度等級尺度的級距設計，應該呈

對數的變化而不是線性的變化(4, 17, 24, 30)。

罹病度等級尺度在使用上雖然方便，卻可能因為各等級

對應的罹病面積的級距非線性分佈，導致在直接使用罹病度

等級分析資料時導入誤差，進而影響後續假設檢定與研究

的結論，前述的不同罹病度等級尺度亦是如此。以HB scale

為例，Redman等(1968)提出改採各等級所對應的級距中位數

(midpoint)，作為各級代表值，例如：以37.5%代表 25–50%，

計算平均值之後再進行分析(4, 35)。然而，後續的多個研究結果

則認為使用HB scale時，評估者在評估該範圍的面積百分比

時，評估值與正確值的關係並非對數關係，而是呈線性關係，

且因為接近50%的罹病度等級尺度的級距較寬，因此使用HB 

scale無法獲得比NPE較正確且精準的結論(17, 30, 31)，且在某些情

形下較容易產生第二型錯誤(Type II error)，亦即在虛無假設

(H0)為假的情況下，會因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而降低統計的檢定

力(power) (無法區別處理間的差異)(2, 3, 17, 30, 31)。因此，近年來逐

漸有學者利用田間資料或模擬分析，驗證不同尺度轉換對罹病

度評估結果的影響，並針對罹病等級尺度的設計結構與後續分

析方式提出優化的作法(4, 9, 30, 31)。總而言之， HB scale 與其衍伸

的罹病度等級尺度雖然在植物病理學界已被廣泛應用，但該尺

度的結構與後續資料的分析方法，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

如何優化罹病度等級尺度的結構？

在進行植物病害評估後，研究者往往需要比較不同資材、

品種、栽培方式或環境等因子對於罹病度的影響，進而進一

步做決策，即假設檢定(hypothesis testing)。然而，若利用不等

距的罹病度等級尺度評估病害，並直接以罹病度等級尺度或

級距中位數取代NPE進行分析，有可能造成檢定力(power)下降

的問題(2, 3, 9, 29)。以 HB scale 為例，若以25–50%區間的中位數

(37.5%)代表所有觀測值，則當實際觀測值為25%、30%或49%

時，皆會被視為37.5%進行分析。此一概括性的處理，將導致

病害資訊遺失，進而造成假設檢定時，虛無假設(例如：H0: 

Severity of treatment A = Severity of treatment B = … =Severity of 

mock)為假但無法棄卻的問題(犯第二型錯誤)，此問題在樣本數

表二、蔣氏尺度的病害分級方式與結構(5, 9)

TABLE 2. The disease severity range and structure of the‘Chiang Scale’(5, 9)

Chiang Scale Disease severity range Midpoin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0+ - 0.1 %

0.1+ - 0.5 %

0.5+ - 1.0%

1.0+ - 2.0%

2.0+ - 5.0%

5.0+ - 10%

10.0+ - 20.0%

20.0+ - 30.0%

30.0+ - 40.0%

40.0+ - 50.0%

50.0+ - 60.0%

60.0+ - 70.0%

70.0+ - 80.0%

80.0+ - 90.0%

90.0+ - 100.0%

-

0.05

0.30

0.75

1.50

3.50

7.50

15.0

25.0

35.0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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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標除了提供作物在試驗條件下病害嚴重程度的量化依據，

也被使用於比較不同處理間的效應 (13)。

若探討量化順序尺度的罹病度資料，在過去的文獻中常見

的 DSI 計算公式主要有兩種型式： 

DSI=∑(罹病度的等級×該級數中的樣本數量)/調查樣本總數                       

……… (1)

D S I ( % ) = [ ∑ ( 罹 病 度 的 等 級 × 該 級 數 中 的 樣 本

數 量 ) / ( 調 查 樣 本 總 數 × 最 大 罹 病 等 級 ) ] × 1 0 0                                                                                                               

……… (2)

兩式的主要差異在於後者將病害嚴重度指標，除以最大

罹病等級標準化後，再乘以100轉換為百分比值。前者提供病

害嚴重度指標的平均數值，後者則呈現標準化百分比。形式

上，這些公式類似於教育測驗中的加權平均，例如 Grade Point 

Averages (GPA) 的計算方式。

然而，過去常見質化順序尺度的罹病度資料，例如：評估

作物萎凋程度、病毒病徵的嚴重程度、或根瘤嚴重程度…等，

被轉換成DSI後進行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的誤用。由於該類資料是依照病徵輕微至嚴重的情形，給予不

同等級的描述，因此各等級的數字僅為排序。輕微至嚴重的等

級，亦可以文字或符號表示排序，而該類資料的性質，較適

合以無母數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相關方法過去已多有討論(1, 29, 

37)，在此不再贅述。

雖然 DSI 使用簡便，但其潛藏的系統性誤差需要留意。一

般研究在分析此類資料時的做法包括：1.使用公式(1)計算平均

DSI後再進行ANOVA；2.使用公式(2)計算DSI百分比值後，再

進行ANOVA；3. 將罹病度數據，轉換為各罹病度等級所對應

的級距中位數後，再進行ANOVA。前兩種方法，可能因為罹

病度等級尺度的設計結構，或是公式既存的問題，而造成直接

使用量化順序尺度，會導致使用「線性化」的方法處理對數尺

度間距的資料，例如：認為等級 2 與等級 3之間的差異與等級 

3和等級 4 之間的差異相近，進一步造成平均值的偏差(17)。在

此，第三種方法是針對這類資料比較建議的分析方法(1, 29)。

以Vieira等人的罹病度等級尺度為例，0 = 0%；1 = 0+-

25%；2 = 25+-50%; 3 = 50+-75%; 4 = 75+-100%的病斑(39)。舉例來

說，假設在某處理中，調查樣本總數 N = 4：其中 1 株屬於罹

病度等級 0、2 株屬於等級 1、1 株屬於等級 2，而等級 3 與 4 

皆無樣本。依公式 (1) 計算，加權總和為( 0 × 1 + 1 × 2 + 2 × 1+ 

3 × 0 + 4 × 0)/4 = 4 / 4 = 1.0，亦即 DSI =  1.0。接著按公式 (2)，

DSI(%) =[ 4 /(4×4)]* 100 = 25%。

然而，在該處理中，DSI = 1.0表示該處理的平均罹病面積

是介於0+-25%之間，因此，使用該罹病度的中位數12.5%進行

後續分析較為恰當。若以公式(2)得出的25%進行後續分析，則

會因為公式(2)忽略資料於該區間內的分布情形，可能導致系統

性的高估罹病度(12)。

為了降低使用公式(2)轉換為以百分比表示的DSI時引入的

誤差，蔣等人(2017)提出，可將公式(1)計算的DSI，透過以下

方式轉換為DSIModified
(12)：

DSIModified=MidQ+　　×(MidQ+1 - MidQ)        ……… (3)

其中，DSIModified為修正後的病害嚴重度指標，該數值會與

使用罹病度等級尺度的級距中位數所計算的平均值相同；MidQ

是商數對應的級距中位數；R為餘數，N為調查樣本總數，因

此R/N為公式(1)計算出的DSI數值的小數部分；MidQ+1為下一等

級的級距中位數。再以Vieira等人 (2010)的罹病度等級尺度為

例(39)，若公式(1)計算出的平均DSI = 1.6，使用公式(2)計算時，

DSI(%) = 　　×100=40%(其中，分母的4即為最大罹病等級)。

然而，公式(1)計算的DSI介於1與2之間，若將該數值轉換為對

應級距的中位數，DSI應該介於第一級的中位數(12.5%)與第二

級的中位數(37.5%)之間較為合理。因此，以修正公式計算，

DSIModified = 12.5 + 0.6×(37.5-12.5) = 27.5%，而此數值，會與罹病

度等級轉換成級距中位數後所計算的平均值相同(12)。此作法可

以更細緻地反映不同等級之間的病害嚴重程度，避免罹病度高

估的情形。

因此，傳統將罹病度換算為DSI雖然可以簡單的數字代表

罹病度，但若未妥適考量病害等級尺度的結構，配合使用公

式(2)計算DSI時，容易引入過多的誤差，導致高估罹病度。因

此，在提高罹病度評估值的正確性方面，建議可使用標準病害

面積圖(standard area diagrams)或電腦輔助訓練評估者，以增加

評估者的評估能力。在評估病害時，建議使用NPE或結構適當

的病害等級尺度(例如：’Chiang’ scale)，並避免將罹病度的等

級套用公式(2)後的數值進行後續分析。如需計算DSI(%)，可改

以公式(3)進行計算，將能有效地解決高估罹病度的問題。

量化順序尺度資料的統計分析策略

前文已經簡單介紹量化順序尺度，在假設評估者都能夠準

確地依照罹病度等級尺度進行評估的前提下，量化順序尺度的

結構會影響到罹病度估計值的正確性。因此在評估罹病度時，

一般而言使用NPE的方式為最佳。但若需使用罹病度等級尺

度，以利快速的進行罹病度評估，蔣氏尺度(亦即罹病面積在

10%以下時，將尺度細分成不同級距；罹病面積10%以上時，

每10%為一個級距)的設計結構，能使得罹病度評估結果近似

NPE的資料。在進行罹病度資料的統計分析時，可依照資料的

特性，選擇以下合適的方法進行後續分析。

1.中位數轉換後進行有母數分析(parametric analysis)

Parametric analysis可翻譯作「參數分析」或「有母數分

析」，本文採後者翻譯。依據美國植物病理學會期刊給予投

稿人的建議以及過去的研究，NPE獲得的罹病度資料，在符合

方法的假設前提下，使用ANOVA或線性混和模型(linear mixed 

model)分析較為恰當，雖然亦可使用無母數分析方法(non-

parametric method)進行分析。而使用有母數分析方法時，可

R
N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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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10%，且評估值準確度較低時，直接將罹病度等級資料以

POM 分析的檢定力，優於中位數轉換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的

檢定力。因此，當罹病面積低於40%時，例如病害發生初期，

或是比較不同處理對於罹病度的影響時，建議可以POM進行分

析；而罹病面積高於40%時，POM的檢定力則與其他方法沒有

太大差異(14)。

除了前述的優點以外，使用POM進行處理間的比較時，應

留意樣本數量是否足夠進行分析，否則將無法得到較佳的結果
(37)。而模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多數的情形下，每個試驗單位

至少需要15個以上的樣本，較能適用該方法(14)。

4.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

前述的各種方法中，我們常使用量化順序尺度資料，以

罹病度等級取代NPE，記錄病害的嚴重程度。在進行統計分析

時，則將罹病度等級，轉換為該等級的罹病面積級距中位數

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然而，將罹病度等級轉換為級距中位

數的方法，主要是為了避免在分析時，高估罹病度或導入過多

誤差，而將中位數視為該區間的估計值。如果在罹病面積級距

太大的情形下，將罹病度等級轉換為中位數，亦無法完全代表

落於該區間的罹病面積資料。在此前提之下，也可能引入誤差

而影響後續的分析結果。因此，過去曾有學者提出使用存活分

析(survival analysis)的方法，進行植物保護與雜草相關研究的數

據分析(8, 22, 32, 33, 34, 36)。

存活分析的資料種類，包括左設限資料(le f t - censo red 

data)、右設限資料(right-censored data)，以及區間設限資料

(interval-censored data)。舉例來說，在所有的供試目標，經歷

研究想要探討的事件或現象(例如：病害發生、植株死亡…等)

之前，研究就已經結束，或者供試目標因其他原因被排除在研

究之外，此時就稱為「設限(censoring)」，而前述的案例中收

集的資料，則為右設限資料。若在供試目標納入研究前，就已

經發生欲探討的事件或現象，但發生的時間不確定，此種情形

稱為左設限。而當我們知道研究欲探討的事件發生在某個時間

段內，但確切的時間不確定時，此種情形稱為區間設限。雖

然存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某事件發生所需的時間(time to 

event)，但根據這個概念，也可以將罹病度等級資料(例如 HB 

scale)視為區間設限資料，亦即我們對其數值有部分了解，但

並非確切量測值。由此可套用存活分析的方法，來比較不同處

理對於罹病度的影響(6, 15, 38)。

蔣等人(2024)研究指出，存活分析的方法在樣本罹病度不

是呈現常態分佈時，幾乎都能比中位數轉換法的分析，具有較

佳的統計檢定力。在某些情況下，中位數轉換法的樣本數，需

要存活分析樣本數的4-5倍，才能達到相同的檢定力。而當平

均罹病度增加時，不論使用何種病害評估方法(NPE、HB scale

或蔣氏尺度)，相較於存活分析，中位數轉換法需要2倍的樣本

數，才能達到與存活分析近似的檢定力。因此，若使用量化順

能需要進行罹病度的轉換，因為變異數(variance)會隨平均值

(mean)的改變而變化(1, 5, 13)。

若是本文所提，屬於量化順序尺度的罹病度等級資料，在

分析前，建議將各等級的資料轉換為該等級對應的級距中位數

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parametric analysis)。不建議以前述公式

(2)將罹病度資料轉換為DSI(%)後進行分析，因為該方法會導致

高估罹病度的問題。如需轉換，可以利用公式(3)將公式(1)的

DSI轉換為DSIModified。轉換後的DSIModified，會與直接使用中位數

轉換的數值相同，之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使用有母數分析方

法的優點是統計檢定力(power)較佳，但缺點在於資料特性需要

符合方法的諸多假設前提，因此在進行分析前，需要先確認資

料的特性。如不將罹病等級轉換為中位數，而是直接以罹病等

級資料進行分析，可參考下文所提的幾個方法。

2.無母數統計分析方法(Non-parametric methods)

針對資料無法滿足常態分布假設或資料為不連續變數的情

況，例如：利用量化順序尺度與質化順序尺度所收集的罹病度

資料，無母數分析方法例如：Mann–Whitney U test (對應的有

母數分析方法為t-test)、Kruskal–Wallis test(對應的有母數分析

方法為One-way ANOVA)等，可用以分析此類型的資料。此類

方法並未預先假設資料的分布形態，而是將資料排序後，再進

行中位數的比較。無母數分析方法的優點包括：1.無須滿足資

料符合常態分佈與變異數均質性的假設；2.適用於順序尺度資

料；3.適用於樣本數較小的研究設計。然而，無母數分析方法

的缺點，在於檢定力與有母數分析方法相比較弱。因此在可正

確精準量化病徵面積的情況下，仍建議使用有母數方法進行罹

病度資料的統計分析(1, 21, 29)。

3.比例勝算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

比例勝算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 POM)屬於有序邏輯

斯回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的一種，適合用於分析順序

尺度資料。過去也曾有許多研究，將該模型應用於比較不同處

理對罹病度的影響，或是用於建立預測模型(14, 18, 23, 27)。與其他

有母數分析方法不同處，在於此模型不需要將罹病等級資料轉

換為對應級距的中位數，而是直接分析各罹病度等級累積機率

的變化。模型如下：

其中， j 為罹病度的等級；P(Y≤j)為罹病度小於等級j的機

率；αj 為截距，參數β用以解釋變數x對第j級罹病度之累積對

數機率值(cumulative log odds)的影響。蔣等人(2020)的模擬研究

結果顯示，使用NPE再配合有母數分析方法，一般來說具有最

佳的統計檢定力(14)。而當罹病度低於 40%時，使用POM直接分

析罹病度等級，或是將罹病度等級轉換為該級對應的級距中位

數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兩者都有不錯的檢定力。而在罹病度

P ( Y≤ j )
1 - P ( Y≤ j )( )logit[P ( Y≤ j ) ]=log =αj+β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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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尺度方法進行病害嚴重程度的評估時，建議使用存活分析進

行後續的統計分析與處理比較，將具有最佳的穩定性與檢定力
(1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植物病害嚴重度的量化評估進行一系列的探討，

從病徵面積的評估問題出發，回顧並探討如何優化罹病度等

級尺度的設計結構，以及罹病度資料後續的統計分析方法。

透過過去的研究成果，針對如何提升罹病度的評估精準度

(precision)與正確度(accuracy)(合稱準確度)，以及建議的罹病度

資料統計分析方法，歸納如下。

1.提升罹病度評估準確度的作法

根據過去的研究成果，Bock等人提出幾點建議，以提昇病

害評估時的準確度(5)。首先，依據不同的病害系統、研究的需

求、以及可獲得的資源，來選擇最適合的罹病度等級尺度。

使用NPE的評估方式雖然可提供最大量的病害資訊，但若無法

評估NPE，評估者也需要先瞭解量化順序尺度的特性與應用方

式，並選擇結構合適的罹病度等級尺度進行病害評估。例如，

在田間病害調查時可使用蔣氏尺度(表二)，亦即罹病面積在

10%以下，多細分幾個等級；罹病面積在10%以上，則以10%

為一個級距。

其次，評估者對於所評估的病害種類、罹病度等級尺度、

以及評估時的誤差來源，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充分

的指導與訓練評估者，將有助於提升病害評估的準確度。在訓

練評估者時，可以利用標準病害面積圖、電腦程式輔助、或是

實際樣本的方式，多能有效提升準確度。評估者在接受訓練

後，可進一步利用已知的資料進行測試，如此可以瞭解評估

者在進行病害評估時的準確度和一致性，以及能否在接受訓練

後，提升病害評估的準確度。評估者也需要累積病害評估相關

的經驗，才能穩定且準確地進行病害評估。

最後，若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最少量的評估者進行評

估，或是在評估不同處理的試驗時，將評估者隨機分配到不

同試驗單位(experimental units)中，如此能有助後續的統計分析

中，辨識並控制評估者間的誤差對研究造成的影響。若樣本取

得困難，亦可透過增加評估重複次數提高資料準確度，而兩次

觀測即足以大幅降低評估誤差(10, 11)。

2.罹病度資料的統計分析建議

本文著重於探討量化順序尺度的資料取得與分析，在實務

操作上，若無法直接評估NPE，可以依照前述建議進行病害評

估後，再依據罹病度資料的特性與適合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圖二)。因此在分析前，可先將罹病度等級轉換為該等級對應

的罹病面積級距中位數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若要轉換為病害

嚴重度指標(DSI)，可利用前述的公式(1)或公式(3)進行計算，

圖二、罹病度資料的建議分析流程。

Fig. 2.	The workflow for analyzing disease sever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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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DSIModified值會等同於中位數轉換後的數值，之後再進行

有母數分析。若資料在轉換後，不符合有母數分析的假設前

提，可以進行數據轉換，測試是否符合有母數分析的假設前提

後，再進行有母數分析與假設檢定。

若直接使用罹病度等級進行分析，可以考慮使用無母數分

析、比例勝算模型或存活分析方法進行假設檢定。需要留意的

是，在使用無母數分析時，其檢定力可能較有母數分析弱；

而使用比例勝算模型時，則應該有足夠的樣本數(理想上>30樣

本)，以利進行處理間的比較與假設檢定。依照目前的研究成

果而言，若在研究中使用合適的罹病度等級尺度，存活分析應

該是分析量化順序尺度取得的罹病度資料的最佳方法。因為該

方法不論在檢測低罹病度或是存在較大的評估者誤差的資料

上，都能夠有一定優於NPE資料的檢定力，因此未來可再深入

探討該方法應用於植物病理相關研究資料的分析上。

綜合前述各種分析方法之適用條件與研究建議，為協助非

統計背景之植物病理相關研究人員能依據資料特性選擇合適的

統計分析方法，本文特將不同樣態的病害量化資料所對應的建

議分析策略整理如下(表三、圖二)。表三彙整樣本數多寡、資

料型態(如NPE、順序等級尺度)、是否符合常態分布、是否為

設限資料等常見情形，對應可使用之統計方法，並提供簡要說

明，期能作為實務應用之參考依據。

後　記
本文為整理2025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年會中，「植物病

害量化評估之理論與實務」工作坊介紹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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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罹病度資料的統計分析建議方法對照表

TABLE 3. Recommende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for disease severity data

備註說明統計分析建議方法資料特性或條件

建議先檢驗資料的常態性與變異數齊一性，可視需

要進行適當的資料轉換。

無須轉換為中位數，可直接分析等級的機率變化。

特別適用於低罹病度或存在評估誤差時，檢定力優

於其他方法。

不建議使用公式(2)之 DSI(%)，以避免系統性高估

罹病度。

假設前提需求較少，適用於順序資料，但檢定力較

弱。

使用有母數分析方法。成對比較可使用Student's t-test；

三個處理以上的比較可使用ANOVA、線性混合模型

等。

比例勝算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

存活分析(Interval-censored Survival Analysis)。

罹病度資料轉換為等級對應的罹病面積中位數或使用

公式(3)：DSIModified轉換後，再評估能否依照有母數分

析方法(例如：ANOVA、線性混合模型等)進行分析。

使用無母數分析方法。成對比較可使用Mann-Whitney 

U 檢定；三組以上的處理比較可使用Kruskal-Wallis 檢

定。

最近似百分比估計值數據(nearest 

percent estimate; NPE)、病斑數量、

病斑密度、病斑大小等資料

量化與質化順序尺度資料且樣本數

充足(每處理≧15樣本)

使用 HB scale、Chiang scale 等量化

順序尺度資料

量化順序尺度資料轉換為對應的罹

病面積中位數資料

資料不符合常態分布或樣本數較

小、質化順序尺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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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uo-Szu Chiang and Cheng-Fang Hong*. 2025. Optimizing ordinal 

scales for plant disease severity assessment and advances in their 

statistical analysis. J. Plant Med. 67(2): 69-78.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fhong@nchu.edu.tw

Plant disease quantif ication is crucial for crop disease 

management, breeding for disease re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forecasting systems, as well as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ommon approaches to disease quantification include 

evaluating disease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Traditionally, 

disease severity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of symptomatic 

area on plant tissues or organs, with the nearest percent estimate 

(NPE) often used as a measure. However, not all raters can quickly, 

precisely, and accurately assess NPE. Thus, many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ordinal scales for estimating disease 

severity. One example is the Horsfall-Barratt scale, which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tudies of various plant diseases. Nonetheless, due 

to its nonlinear scale design, this type of scal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ntroducing bias that may reduce statistical power in subsequent 

analyses. This article reviews past studies, discusses how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quantitative ordinal scales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and accuracy of disease severity assessments, and introduces recent 

advances in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analyzing quantitative ordinal 

scale data, aiming to enhance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such data in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Keywords:  p lant  disease quant i f icat ion,  disease sever i ty , 

quantitative ordinal scale, proportional odds model, 

surviv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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